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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increasing arguments betwee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ory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concerning the explanations of rural credit and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ational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ignores their dynamic conversion mechanism and the proper explanation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needs a continuous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in which capital mechanism plays a central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from the moral peasant economy to the rational peasant economy and furth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apital mechanism and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moral peasants have the chance to become rational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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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型变迁中的资本机制：假说与实证

摘要：近年来关于中国农户信用和农村金融制度的解读，“生存小农”理论和“理性小农”理论的争论截然对立并不断强化。本文认为，割裂认识“生存小农”和“理性小农”忽略了二者之间可能的动态转化机制，客观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经济行为需要有一个连续的视角。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进行实证检验，本文解读了资本机制在农户类型变迁（即从“生存小农”转化为“理性小农”）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初步确认了在资本机制和金融机制双向作用下农户类型变迁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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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三农”问题受到管理层和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农户信用和农贷制度为核心的相关金融研究也逐渐深入。近年来，当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触及到制度层面时，农户行为究竟是否遵循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即追求收益最大化）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坚守经济学的理性假定；而另一些学者则纳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分析元素，提出了小农的“生存逻辑”。这些争论不仅直接触及农户经济行为的解释，而且对既往和可预见的相关制度安排（包括金融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说，“生存小农”理论通过纳入某些社会历史学的分析元素，对长期中处于相对落后经济状态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解释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这些研究把基于长期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直接应用于当前的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时，在论证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的逻辑环节依然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如果说中国农民确实一直未能摆脱“生存逻辑”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否就是这些研究所认定的传统性和文化性所致而非别的原因
？其次，很多研究从一开始就区分了“理性小农”与“生存小农”，但作为一个长期分析却在任何时点上将二者割裂开来，这就导致了连续性“纵向分析”中的“横向断裂”问题——因为在一个连续性的长期分析中，不能无根据地排除在某些历史时点上“生存小农”向“理性小农”转化的可能性，而一旦这种转化确实发生，长期视角中的相关结论无疑将得到改写；第三，这些研究通过大量历史文化性的解读来肯定几千年来的小农“生存逻辑”从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似乎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撑。

针对上述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一个连续的视角给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于农户信用和农贷市场的初步解读。这一解读将建立在资本机制和金融机制动态影响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其余部分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略作评析后提出关于农户类型变迁机制的基本假说，第三部分通过实证分析对提出的假说进行初步检验，第四部分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评价。

二、农户类型变迁中的资本机制：一个理论假说

如前所述，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阐释，理论界围绕“生存小农”和“理性小农”问题长期争执不下，而这些争论也进一步投射到了关于农户信用和农贷市场的相关研究中。于此，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说明上述分歧所在。

如下图1所示，“生存小农”借贷行为的有效边界为IPF1，在IPF1上农户主要通过亲情借贷或者国家扶持性农贷获得贷款，相应地，SCP1表示“生存小农”的信贷偏好曲线。根据“生存小农”理论，在“圈层结构”中无法获得贷款的农户更不可能从常规信贷市场获得资金，因此SCP1在纵轴上有一个截距（表示农户只有获得一定量的“圈层借贷”才能获得市场资金）；同时，“生存小农”的信贷均衡点为E1（此点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亲情借贷或者国家农贷获得的贷款数量远高于从信贷市场获得的资金）。与“生存小农”理论所揭示的内容完全不同，“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户的借贷有效边界为IPF3，扁平化的IPF3曲线代表农户主要通过信贷市场获得资金。IPF3与SCP3代表的信贷偏好曲线均衡于E3点（此点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亲情借贷或者国家农贷获得的贷款数量远要低于从信贷市场获得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生存小农”理论的一种强化，张杰（2005）认为，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典型的“金融角点解”特征——农户的信贷来源要么是亲情借款，要么是无息的国家农贷——这意味着中国农户的信贷均衡点位于图1中的Q点而非E1点。


[image: image1]
显而易见，“生存小农”理论与“理性小农”理论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由于对农户经济行为认识的差异而产生了分歧。对于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强行区分“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在理论上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转化机制，从一个过程来看待“农户类型”的变迁需要有一个连续的视角。考虑到信贷市场的运作机制和风险控制原则，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抵押和担保品，而农户获得的贷款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是一种资本生产行为，它需要产生稳定和足量的现金流来满足到期的还款需要。这意味着，当农户既有的资本水平处于较低状态时，作为典型风险控制的金融机构不会给农户发放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户获得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也会由于资本缺乏而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于是，农户被“锁定”在IPF1所决定的“生存小农”状态中。但是，随着农户通过自我积累等方式逐渐提高了自己的资本水平，这些资本（作为抵押担保）可以通过“信号显示”作用改善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逐渐获得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机会，于是，“生存小农”的有效借贷边界扩展为IPF3，并与SCP2代表的新的信贷偏好曲线均衡于E2点。在E2点，农户对关系借贷和国家农贷的依赖降低，从信贷市场获得贷款的机会和数量有所增加。随着农户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化，农户的有效借贷边界和信贷偏好曲线将进一步右移，并最终演化为具有“理性小农”特征的农户（此时，农户本质上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了）。

根据上述逻辑，我们提出如下“资本机制和金融机制双向强化”的基本假说：农户资本的缺乏是农户长期处于低水平生产、无法获得正规信贷的主要原因，随着农户资本积累的增加，农户获得金融资源（信贷）的能力将逐渐增强，而这些累积的资本和新增的金融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农户的经济收入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农户将获得从“生存小农”到“理性小农”转型的机会。在图1中，SCP1→SCP2→SCP3直观地表示了这一可能的演化过程。

三、农户类型变迁中的资本机制：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对农户资本形成与农户信用和农户类型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们的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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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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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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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模型设定，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农户的贷款需求（Y1）、信用社授予农户的信贷额度（Y2）以及农户的年收入水平（Y3）。其中，Y1实际上反映了农贷市场中的需求层面，Y2反映了农贷市场中的供给层面，而Y3主要用来衡量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是否与我们感兴趣的解释变量存在统计相关关系。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我们要考察的核心变量指标均与农户资本状况相关。具体而言，我们将农户现实和潜在的资本水平分为四类：（1）存量资本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家庭财产总量和人均耕地面积；（2）流量资本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农业生产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3）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家庭劳动力占比、受教育程度、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和其他技术技能水平；（4）社会关系资本水平，尝试使用的替代变量指标主要包括：家人是否担任干部、家里是否有党员以及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在上述四种资本分类中，存量资本水平代表既有的资本量，流量资本水平代表可供转化为资本的常规收入来源，人力资本水平代表资本形成和转化中的人力技术条件，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则代表潜在可转化为资本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为了提高模型的稳定性和解释力，根据既往研究，本文纳入的其它控制变量还包括：区域经济类型指标、农户的借款偏好、农户的消费和投资偏好以及农户对农贷政策的了解程度。

上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全部根据1100份实际问卷调查所得的农户信息进行指标编制和数据化处理，各个变量的标识及赋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文中解释变量数据的编制说明

	变量
	变量标识、赋值情况与含义说明

	区域经济环境
	区域分类指标（X1）：根据调查样本区域实际情况，将农户居住区域分为：坝区和山区，总体而言，坝区总体经济环境（如经济发展水平、商业物贸发展程度、交易便利程度等）要好于山区。根据赋值情况，较高的赋值意味着较高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环境。

	农户资产存量
	全部财产指标（X2）：根据农户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计，包括存款、房屋、牲口、经济林果、农用机械等。

	
	人均耕地面积指标（X3）：根据农户所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计值。耕地作为农户所拥有的长期稳定的资本，具有持续产生收入的能力。因此，如果农户具有较高的人均耕地面积，意味着该农户拥有更高水平的资本量。

	农户收入水平
	农业生产收入（X4）：根据农户全家农业生产收入计，包括全年的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

	
	外出务工收入（X5）：根据农户全家每年外出打工的收入计。

	人力资本水平
	劳动力人口/户人口（X6）：在农村，以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中，每户中劳动力人数既是农业作业的基本人力资源，同时也是开辟非农收入的主要人力资源。根据赋值情况，较高的百分比值意味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拥有量。

	
	受教育程度（X7）：受教育程度是大多数研究认可和证实的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我们根据每户中最高的文化程度作为该户受教育程度的代表指标。根据赋值情况，较高的赋值意味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拥有量。

	
	农业技术知识水平（X8）：作为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前提，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先进技术）的引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我们根据农户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包括自学）作为该指标编制的依据。根据赋值情况，较高的赋值意味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水平。

	
	其它技术技能（X9）：作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个必要补充，其他非农业生产技术不仅可以成为农户增收的渠道，甚至成为某些向企业家转型的农户的主要收入渠道。根据赋值情况，较高赋值意味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

	社会关系资本
	家人是否担任干部（X10）：无论是通过选举或者是推荐产生的乡村干部，一般都拥有较为广泛的人脉关系，其交际和沟通范围明显大于一般农户。因此，我们以农户家中是否担任过乡村干部作为农户社会资本的一个替代参考指标。根据赋值情况，较高的赋值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关系资本水平。

	
	家里是否有党员（X11）：在农村，大部分农户都是非中共党员，这意味着党员作为农村中一个群体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作用：一般只有那些综合条件占优的农民才能成为党员。因此，我们根据农户家中是否有党员作为农户社会资本的另一个替代参考指标。根据赋值情况，较高的赋值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关系资本水平。

	
	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X12）：对于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农村中的农户而言，如果其亲戚中有人在城市定居（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更高收入水平和眼界），这不仅可能成为农户潜在的资金来源渠道，而且还可能其信息、技术乃至重大发展机会的来源。因此，我们把农户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作为农户潜在社会资本的一个替代指标。根据赋值情况，较高赋值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关系资本。

	其它控制变量
	农户的借款偏好（X13）：根据农户最近3年的借款情况进行赋值，如果农户的借款倾向越强并且越偏好于银行而不是私人借贷，那么我们会给出更高的赋值。

	
	消费和投资偏好（X14）：根据农户的资金用途倾向来反映农户的消费和投资偏好。如果农户更多地将资金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存于银行或者消费，那么我们会给出更高的赋值。因此，较高的赋值意味着农户具有更高的扩大再生产和投资倾向。

	
	对农贷政策的了解程度（X15）：根据农户对国家农业贷款政策了解程度赋值，较高的赋值意味着农户对国家农贷相关政策越了解。


注：该表的数据信息根据我们对某地级市（该市区域内的农户及其生产完全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特征
）所辖11个县域内的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所得，实际发放问卷逾1300份，收回的有效问卷（即包括完整的数据信息）每个县为100份，共计1100份（因此共包括农户1100户）。此次调查很好地考虑了样本覆盖充足的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先行众多研究仅依靠少量数据（或者仅依靠典型案例分析）就得出一般化实证结论的弊端和不足。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下面我们首先从农贷市场的需求层面（即农户的实际借款情况）进行考察。通过对农户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OLS回归，我们得到下表所示的实证结果。

	表2    模型1的回归结果

	
	贷款需求Y1
	贷款需求Y1
	贷款需求Y1
	贷款需求Y1

	常数项（C）
	0.288627***

(3.590784)
	0.287482***

(3.551964)
	0.282291***

 (3.496421)
	0.278712***

(3.464101)

	区域分类指标（X1）
	0.075480***

 (3.367754)
	-0.075420***

 (-3.362772)
	-0.075212***

 (-3.355030)
	-0.077785***

 (-3.469489)

	全部财产指标（X2）
	-0.002858
(-0.250831)
	-0.002923
 (-0.256183)
	-0.002842
 (-0.249351)
	-0.001403
 (-0.123016)

	人均耕地面积指标（X3）
	0.011534
 (1.357117)
	0.011659
 (1.361806)
	0.012451
 (1.453107)
	0.011726
 (1.381187)

	农业生产收入（X4）
	0.012929**

(2.006122)
	0.012946**

 (2.007452)
	0.012927**

 (2.005604)
	0.012741**

 (1.979119)

	外出务工收入（X5）
	0.009636
(0.866748)
	0.009644
 (0.867086)
	0.009923
 (0.892102)
	0.011012
 (0.989569)

	劳动力人口/户人口（X6）
	0.051079
 (0.938809)
	0.051140
 (0.939479)
	0.047896
 (0.878108)
	0.053245
 (0.979557)

	受教育程度（X7）
	-0.044306***

 (-4.901244)
	-0.044219***

 (-4.874947)
	-0.042430***

 (-4.558632)
	-0.040688***

 (-4.408037)

	农业技术知识水平（X8）
	-0.035645**

(-2.514240)
	-0.035248**

 (-2.425039)
	-0.034010**

 (-2.376707)
	-0.032949**

 (-2.315059)

	其它技术技能（X9）
	0.015195
(0.869015)
	0.015193
 (0.868496)
	0.015655
 (0.894802)
	0.019950
 (1.130596)

	借款偏好（X13）
	0.175009***

(14.46521)
	0.175035***

(14.45869)
	0.175209***

 (14.47712)
	0.175190***

 (14.49679)

	消费和投资偏好（X14）
	0.045989***

(5.926542)
	0.046050***

(5.920213)
	0.045957***

(5.921521)
	0.046580***

 (6.004820)

	是否了解农贷政策（X15）
	0.033609**

(2.098070)
	0.033807**

(2.099255)
	0.034622**

(2.155042)
	0.032021**

(1.998545)

	是否干部（X10）
	
	-0.002165
(-0.124941)
	
	

	是否党员（X11）
	
	
	-0.019282
 (-0.847672)
	

	是否有城市亲戚（X12）
	
	
	
	-0.025859*

 (-1.886444)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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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9126
	0.238436
	0.238929
	0.240915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表示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户的贷款需求与其所处的经济区域类型、农业生产收入、受教育程度、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借款偏好、消费和投资偏好、是否了解农贷政策以及是否有城市亲戚这些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统计相关性。根据系数符号，可以看出：（1）在一个较好的总体经济环境（如经济发展水平、商业物贸发展程度、交易便利程度等）中，农户的实际贷款将会增加；（2）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越高，其实际贷款也越高；（3）农户的投资意识越强，其实际贷款将会增加；（4）如果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在其融资偏好中的排列顺序越高（即借款倾向更偏向于银行而不是私人借贷），那么其实际贷款将会增加；（5）随着农户对农贷政策的了解程度不断加深，其实际贷款随之增加；（6）农户的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及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实际贷款反而降低；（7）农户在城市定居的亲戚越多，那么其实际贷款将会越低。

下面我们再从农贷市场的供给层面（即信用社给农户发放贷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信用社授予农户的实际信贷额度进行OLS回归，实证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模型2的回归结果

	
	实际贷款额度Y2
	实际贷款额度Y2
	实际贷款额度Y2
	实际贷款额度Y2

	常数项（C）
	0.442634
(1.509213)
	0.476398*

(1.664209)
	0.464210
 (1.623993)
	0.535265*

(1.878670)

	区域分类指标（X1）
	0.354269***

 (4.139116)
	-0.357475***

 (-4.191548)
	-0.357036***

 (-4.186686)
	-0.345145***

 (-4.057043)

	全部财产指标（X2）
	0.324647***

(7.535643)
	0.327742***

 (7.707540)
	0.327678***

 (7.708076)
	0.320059***

 (7.543039)

	人均耕地面积指标（X3）
	0.104033***

 (3.206518)
	0.106131***

 (3.335092)
	0.108512***

 (3.407944)
	0.107243***

 (3.417581)

	农业生产收入（X4）
	0.056632**

(2.303596)
	0.056722**

 (2.307040)
	0.056876**

 (2.314045)
	0.057989**

 (2.367656)

	外出务工收入（X5）
	0.159065***

(3.753422)
	0.158800***

 (3.747309)
	0.159180***

 (3.754844)
	0.150941***

 (3.567170)

	劳动力人口/户人口（X6）
	-0.217382
 (-1.048359)
	-0.219331
 (-1.057853)
	-0.223059
 (-1.073330)
	-0.232193
 (-1.123747)

	受教育程度（X7）
	0.164476***

 (4.765424)
	0.165306***

 (4.799615)
	0.168487***

 (4.760403)
	0.145882***

 (4.178459)

	农业技术知识水平（X8）
	0.090133*

(1.666125)
	0.091580*

 (1.678306)
	0.096892*

 (1.808156)
	0.080824
 (1.525095)

	其它技术技能（X9）
	0.219538***

(3.289349)
	0.222386***

 (3.352824)
	0.223313***

 (3.364323)
	0.196426***

 (2.943980)

	消费和投资偏好（X14）
	0.047308*

(1.615634)
	0.047110*

(1.605532)
	0.047554*

(1.624347)
	0.044171
 (1.513021)

	是否了解农贷政策（X15）
	0.024561
(0.401587)
	
	
	

	是否干部（X10）
	
	0.014942
(0.226987)
	
	

	是否党员（X11）
	
	
	-0.024895
 (-0.287469)
	

	是否有城市亲戚（X12）
	
	
	
	0.147815***

 (2.834538)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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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432
	0.203351
	0.203374
	0.209159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表示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信用社实际授予农户的信用额度与农户所处的经济区域类型、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农业生产收入、外出务工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其它技术技能以及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这些因素均呈现出明显的统计显著性。根据系数符号，可以看出：（1）农户所处的总体经济环境越好，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2）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财产总量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3）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4）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越大，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5）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6）农户拥有的“非农”技能水平越高，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7）农户在城市定居的亲戚越多，信用社实际授予的信用额度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懂得的非农技术的系数显著性明显高于农户懂得的农业技术水平的系数显著性，这似乎表明，信用社在核定农户贷款额度时，有支持非农业生产贷款的倾向。

在对农贷市场的供求两个基本层面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对农户信用的决定因素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下面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农户获得信用的需求与能力是否会对其收入水平产生现实的影响？通过纳入之前我们作为被解释变量的Y1和Y2作为模型3的解释变量，并对农户的家庭年收入进行OLS回归，我们得到了如下结果：

	表4    模型3的回归结果

	
	家庭年收入Y3
	家庭年收入Y3
	家庭年收入Y3
	家庭年收入Y3

	常数项（C）
	0.189043
(1.024988)
	0.183000
(0.986055)
	0.222047
 (1.202028)
	0.238894
(1.295585)

	区域分类指标（X1）
	0.160097***

 (3.020656)
	-0.159709***

 (-3.011180)
	-0.160959***

 (-3.042127)
	-0.153375***

 (-2.901301)

	全部财产指标（X2）
	0.393839***

(14.66949)
	0.393572***

 (14.64545)
	0.393361***

 (14.67679)
	0.389533***

 (14.54665)

	人均耕地面积指标（X3）
	0.061520***

 (3.073473)
	0.062236***

 (3.086488)
	0.055740***

 (2.765590)
	0.056245***

 (2.797449)

	劳动力人口/户人口（X6）
	0.178011
 (1.390434)
	0.178455
 (1.393230)
	0.196248
 (1.532318)
	0.183083
 (1.431875)

	受教育程度（X7）
	0.087638***

 (4.052786)
	0.088111***

 (4.062373)
	0.076138***

 (3.427367)
	0.067605***

 (3.016010)

	农业技术知识水平（X8）
	0.027202
(0.814432)
	0.029534
 (0.861286)
	0.017252
 (0.512714)
	0.010622
 (0.315504)

	其它技术技能（X9）
	0.106722***

(2.583256)
	0.106725***

 (2.582241)
	0.103460**

 (2.507036)
	0.088975**

 (2.140746)

	是否了解农贷政策（X15）
	0.099109***

(2.615278)
	0.100244***

(2.631282)
	0.092836**

 (2.447026)
	0.098855***

 (2.606978)

	是否贷款（Y1）
	0.190554***
(2.986256)
	0.190925***
(2.990268)
	0.192674***
 (3.024394)
	0.198961***

 (3.128430)

	实际信贷额度（Y2）
	0.203531***
(10.96833)
	0.203592***
 (10.96639)
	0.203762***
 (10.99978)
	0.199211***
 (10.72999)

	是否干部（X10）
	
	-0.012358
(-0.302673)
	
	

	是否党员（X11）
	
	
	0.117465**

 (2.192031)
	0.096874*

 (1.791589)

	是否有城市亲戚（X12）
	
	
	
	0.082710**

 (2.528345)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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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8402
	0.427924
	0.430394
	0.433206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表示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来看，对农户的家庭年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区域类型、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人均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其它技术技能、是否了解农贷政策、是否贷款、实际信贷额度、是否党员以及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就我们所关心的农户获得金融资源的能力是否有助于解释农户收入的差异这一问题而言，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农户的贷款情况，还是信用社实际授予农户的信贷额度，均对农户的收入增加有非常显著的正影响。此外，作为社会关系资本的两个替代变量，农户是否党员以及农户是否有近亲戚在城市定居也对农户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似乎倾向于说明，农户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收入增加。

四、结论性评价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农户的资本水平（包括既有资本水平和潜在的社会资本获取能力）对农户信用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在我们的分析中，一如前面的变量界定，我们把农户现实和潜在的资本水平划分为以下四类：存量资本水平、流量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对农户信贷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流量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其中，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代表的流量资本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农户的现实金融（信贷）需求，以农业技术知识水平及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降低农户的现实金融（信贷）需求，而农户社会关系资本的增加将有助于降低其对信贷需求的依赖。

（2）对农户信贷供给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存量资本水平、流量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关系资本水平。这四类资本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增加信用社针对农户的实际信贷投放，这意味着随着农户总体资本水平的提高，其获得金融资源的能力将相应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发现农户懂得的“非农”技术水平的系数显著性明显高于农户懂得的农业技术水平的系数显著性，这似乎表明，信用社在核定农户贷款额度时，有支持非农业生产贷款的倾向。这为当前信用社的贷款追求商业性的高收益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

（3）农户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选择贷款的农户的收入水平高于选择不贷款的农户的收入水平；从信用社获得较高授信额度的农户的收入水平高于那些只从信用社获得较低授信额度的农户的收入水平。此外，我们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当农户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关系资源（社会关系资本）时，其收入水平往往更高，这意味着，农户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的收入增加。

（4）从我们纳入模型的其它控制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来看，农户所处的经济环境、农户的借贷和投资偏好以及农户对农贷政策了解程度这些因素都会对农户信用、农贷市场供求以及农户收入水平的增加产生相应的影响。

综合上述结果，如果我们把低收入农户向高收入农户的演变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变迁过程，那么，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资本机制的作用是明显的：既有和潜在的资本水平不仅决定着农户的信贷需求，还现实地决定着农户实际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和水平，而农户的信贷需求和实际获得信贷的水平又最终会对农户的收入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于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循环递进的资本形成机制：“现实的资本水平→信贷需求和供给→潜在的资本水平增加→进一步的信贷需求和供给……”正是在这一个“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资本增进机制中，农户类型的转化得以实现。

显而易见，上述机制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假说：从“生存小农”到“理性小农”的农户类型转化是可能的，二者并非截然割裂、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彼此转化的经济机制和内在动力。在我们的分析中，资本形成在农户类型的转化上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只有当农户具备一定的资本水平时，才能逐渐获得并逐渐增加其利用金融资源（尤其是正规金融资源）的能力，而一旦农户在资本形成和利用金融资源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以农户增收为基础的农户类型转化就会变得现实可行。如果从另一个侧面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认为，有些农户之所以长期处于“生存小农”（低收入和低水平生产）状态，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资本水平和金融资源的“双重制约”：这些农户可能面临过低的初始资本水平，从而无法获得资本增加和利用金融资源的机会，最终导致其资本、收入和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陷阱状态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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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借贷边界、借贷偏好和农户类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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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何以能排除别的原因而把“传统性和文化性”作为主要原因？


�该市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共辖11个县，包括113个乡镇。全市土地面积29459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87672公顷。2007年，全市总人口345.6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超过300万人。总体而言，不论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还是社会属性来看，该市都可以视为中国西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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